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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高等教育一直不乏国际化活动，直到

近半个世纪，国际化逐渐形成一股外部变革力量影

响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随着教育体系的日益开放，

今天的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
所指的“从来没有这么多国家对高等教育有这么多

目的；导致民族国家政府更多地参与高等教育”［1］的

时代，基于这个论断不禁会问，一边是高涨的国际化

浪潮，一边是由民族国家控制的教育体系，那么民族

国家究竟为国际化做了什么？研究表明国家政策对

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国家政策

为各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国际化行动的规则框架

和必要资源，高等教育机构及一些超国家组织也都

期望民族国家能更加参与这一进程，采取更明确和

连贯的国家战略［2］。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审视高

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密集出台的政策，以观察当前世

界各国是如何因应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同国家的政

策有何差异和侧重，又何以做出对应的政策选择，以

便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和应对。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化”脉络

高等教育自萌芽时就具有国际性，一直到 20世

纪，高等教育国际化都是偶然又独立的存在，依靠游

学的学者和学生庞大的旅行，在人们对世界、他人、

文化、语言和思想的“好奇、需要或纯粹的巧合”的推

动下与其他文化发生互动［3］。20世纪 80年代末发生

了变化，随着国际化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持

续加速，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政策的联结在理论和实

践上得到强化。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中注入政策元素

自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其内涵

经过不断的讨论和修正，政策元素逐步纳入其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等教育国际化”通常是根据

院校层面的一系列“活动”（activity）定义的，如“国际

研究、国际教育交流和技术合作的多种活动、项目和

服务”［4］。这样的界定一定程度忽视了各种活动之间

的影响和联系。简·奈特（Jane Knight）开始以“过程”

（process）视角研究国际化问题。其后，范德温德

（Marijk Van der Wende）敏锐观察到，国际化不仅是

“一种目标本身”，在许多国家中，国际化更像一种

“实现目标的手段”；基于此她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

国际化定义，即“为使高等教育更加适应与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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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有关的要求和挑战而作出的

系统、持续的努力”，以更好地考虑不同的行动者，特

别是政府在促进国际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5］19。

简·奈特随后完善其“过程说”定义，形成了得到普遍

认可的工作定义——在国家、部门和机构层面，将国

际、跨文化或全球维度整合到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

或传递的过程［6］，不再仅仅从机构一级界定国际化，

而是承认国家和部门一级的重要性和动态关系，强

调各种计划、政策和项目如何组合起来创建一个可

持续的国际化过程。更近期的定义来自汉斯·德·维

特（Hans de Wit），他对简·奈特的工作定义进行了补

充，这一过程要“提高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教育和

研究质量，并对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7］；着重说明

一个事实，即国际化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突然发

生的”，是一个“有计划”的过程，支持通过政策、战

略、计划、项目和方法的设计来促进高等教育国

际化。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国家政策议程

民族国家出现后的很长时间内，高等教育国际

化被许多国家仅视为大学内部的活动，当时的主流

思维是由大学决定和管理这些国际化活动，而且这

些活动既不被冠以“国际化”称号，对大学而言也无

足轻重［8］。事实上，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活动

从二战之后已经密集开展，但相对于受教育机会、大

学自治、学术自由、教育质量、教育改革等高等教育

政策领域聚焦议题，鲜有将高等教育国际化纳入政

策领域［5］10。“冷战”结束使各国普遍开始意识到新的

国际化时代的到来，新的全球环境引起国际化驱动

转变，加速其政策化进程。民族国家在制定更大规

模、更加系统化的政策和战略上付出极大努力，高等

教育的国际化成为 20世纪 90年代国家政府的一项

战略重点，开始进入世界各国政策议程的前沿。从

政策层面来看，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高等教育活动

主要出现在各国政府外交政策中，发挥简·奈特所指

的“知识外交”（knowledge diplomacy）作用，着眼于国

家对外文化关系，目标是加强与他国相互了解，增进

文化交流，发展与各国的关系。然而，过去的十几年

情况有所转变，跨境联结的区域竞争力、新知识经

济、大学公共预算锐减以及现代创业型大学的出现

等带来的全球新环境促使国际化成为高等教育战略

重点［9］。这一趋势影响了国家层面高等教育政策的

发展，制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政策和战略逐渐

被各国政府所采用，国家政府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政

策化”过程中逐渐居于主导。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类型重塑

最近几十年，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球图景发生

了极大变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政策变得更加

多元，呈现不同取向。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重新

进行类型学分析有助于理解这一领域的新动态，厘

清各国的国际化定位并解释其政策背后的驱动

因素。

（一）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类型学研究

根据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以“分

类”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处理复杂的多维概念时，

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借助分类对概念拆解，以

便于明确研究对象。类型学（typology）已被证明是处

理认识论问题的宝贵工具，更适用于如“国际化”这

种出现不久的概念和研究领域，通过描绘国际化的

概念维度，继而揭示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多个

层面［10］。已有研究尝试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分

类，从过程视角来看，国际化是一个“引进”和“输出”

的双向过程，“引进”意味着一国认识、理解、尊重进

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输出”则是一国把本国

优秀文化成果推广到世界，让世界各国认识、理解、

尊重进而吸收本国优秀文化成果。基于这种双向度

流动的理论框架，有研究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分为内

向型、外向型和综合型三种［11］；有的仅包括内向型和

外向型两种类型［12］；还有研究着重分析双向过程中

知识创新的迁移，认为无论创新是如何扩散或传播

的，高等教育系统的角色都可以分为创新的接受者

和创新的提供者两类［13］；更多研究［14-15］则是着眼于高

等教育国际化的具体活动来进行分类。

在已有的分类体系下可以看到各国基于本国诉

求所选择的整体发展路径。不过不难发现，这些繁

多的分类存在两方面问题，要么着重于对国际化活

动的全面罗列，乃至划分得过于细致，兼容并包涉及

国际化的各项活动；要么局限于方向性研究，一个国

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是内向就是外向，比较均衡

的就只能用“综合型”来表述，这样分类的意义就略

显薄弱。因此，为了更精准地研判各国高等教育国

际化的国家政策选择，对各国政策进行类型重塑需

要从“高等教育国际化”出发，对这一概念重新思考

与提炼，形成更为全面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类型框架，

进而把握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政策的

特点。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类型坐标与国家政策

类型

如上所述，本研究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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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定义出发，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和传递过

程体现了流动性和空间性双重属性。第一，从流动

性而言，国际化要素的流动是绝大部分国家高等教

育国际化最关切的部分，也是各国国家政策中最完

善的领域［16］。第二，国际化过程所发生的空间，全球

化力量使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区域内以及

地方之间相互作用，一个国家的国际化政策也就会

呈现出空间上的导向。因此，基于国际化要素的流

动方向和国际化辐射的空间范围两个层面，本研究

尝试构建出一个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类型的坐标

系，（见图 1）以便于对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

策进行定位。外向输出的国际化指的是，作为“提供

者”的国家将本国的知识、高等教育模式乃至于国家

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等传播到国外，通过招收留

学生、派遣专家出国、开办海外分校等手段来扩大和

巩固其影响［17］；从国际化的空间布局来看，呈现出面

向全球和区域内的强势输出，分别对应类型 1和类型

3。内向引进的国际化是指，一些国家倾向于作为

“接受者”主动学习域外知识，借鉴域外学术标准与

高等教育模式，致力于培养国际化的创新型人才，服

务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目标，力求跻身世

界一流梯队，对应类型 2；还有一些国家则通过资源

的引入和对国外知识创新的接受和学习加强国家能

力建设，满足本地发展需求，这是第4种类型。

图1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类型坐标

构建这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类型坐标并不是要

与每个国家的国际化活动一一对应，事实上各国采

取的是更为综合的国家政策，在相似或差异化动机

的驱动下，各国对国际化诸多方面都会做出不同程

度的政策回应，乃至将国际化纳入更加宏观的国家

战略中。本研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类型重构的核

心目的是进一步明确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政策

中的优先事项和战略导向，也会选取一些代表性国

家从其国家政策进一步解构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国际

化的战略重点和发展路径，从而更加明晰不同类型

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政策的特点。综合高等教育国

际化的类型框架，本研究将各国国家政策归纳为 4种
模式，（见图 2）分别是“全面外向型”政策、“过渡转向

型”政策、“区域聚焦型”政策、“战略内向型”政策。

图2 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类型与国家定位

三、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政策的特点

即使各国基于相似的理由，采用类似的政策设

计，也并非全然一致，不同高等教育国际化类型国家

政策呈现出差异化导向和特质。

（一）“全面外向型”政策：强调竞争多于合作

基于服务国家战略的目标，近年来国际高等教

育已被国家政府视为经济发展、贸易和声誉的重要

因素，越来越强调竞争而非合作，从根植于合作、伙

伴关系、交流、互利和能力建设的价值观转变为愈加

以竞争、商业化、自我利益和地位建设为特征［18］。国

际高等教育市场的传统强势国家引领了这样的转

向，竞争导向的政策成为这一类国家的主要选择。

第一，争夺生源，吸引尖端人才。美国、英国等发达

国家将国际学生作为与国家竞争力相关的可交易单

位，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美国教育改革与国

家安全》（2012年）报告中所指出的，广泛吸收具有优

秀教育背景和高技能的人才是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占

据领先地位的重要方式。第二，知识成为商品。英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典型国家，一定程度上美国

也是，政策重点是推动高等教育“商品化”来保障自

身财政生存和福祉，吸引学生支付高额学费或跨国

教育进行贸易和创收。第三，积极营销本国高等教

育。开展声誉竞赛，鼓吹排名游戏，并将所设计的大

学排名体系与招生、移民、政府资助、慈善事业等方

面政策深度捆绑，通过网站和社交媒体进行传播和

营销［19］。第四，输出价值体系，扩大国家影响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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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政府时期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有 11处着

重强调美国价值观和影响力输出的重要性。选派本

国学生和学者赴海外留学和访学是一种重要的战略

手段，美国通过《保罗·西蒙留学基金法案》，英国从

2013至 2020年两度发布《英国外向流动战略 2017-
2020》《国际教育战略：全球潜力与增长》等文件，均

旨在刺激和促进学生海外学习，支持学生学习其他

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输送本国文化和价值体系。

（二）“过渡转向型”政策：高等教育国际化外向

转型

一些曾经处于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半边缘国家，

历史上经过长期的内向型高等教育国际化，尽管当

前还是以学习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文化和

高等教育模式为主，但这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已经开

始寻求政策转变，在对内与对外之间取得更大的平

衡，试图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将自己的创新推广到

海外，在国际社会发出新的声音。一方面，对于中

国、印度、俄罗斯这样正在崛起和转型中的新兴大国

而言，参与国际竞争的意蕴日益浓烈，高等教育对于

实现民族复兴、建立全球领导大国至关重要。中国

政府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解已从 20世纪 80年代

仅“有所意识”，到 90年代转变为“促进经济竞争”，最

终转向“提高国际地位”。俄罗斯政府为国家发展进

行的顶层设计如《国家优先教育计划》（2006年）、《俄

罗斯 2020年前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战略》（2008年）为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制定了战略框架，建设成为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家和世界主要强国。印度《国家

教育政策 2020》作为 21世纪以来的第一项教育政策，

目标是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社会和

全球知识超级大国，恢复“Vishwa Guru”（世界领袖）

荣光。此外，冲击“世界一流”也频繁出现在这些新

兴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表述中。继“211工
程”“985工程”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战略决策

“双一流”建设已经开启第二轮。21世纪之后，印度

接连推出“卓越潜力大学计划”“创新大学计划”“卓

越大学计划”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2021年俄罗

斯政府以“优先 2030计划”取代了 2013年发起的“5-
100计划”，开启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三）“区域聚焦型”政策：以区域化带动国际化

此类国家国际化的视线主要聚焦于区域层面，

通过区域间/内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对特定区域的影响

力与控制力。最突出的就是区域一体化进程带来的

高等教育整合，欧盟、东盟、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北

美自由贸易区、非洲各国等区域间合作制度的建立

推动了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欧洲政府间重要的跨

境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博洛尼亚进程”已成为区域跨

境高等教育合作范本。以欧洲为例，欧盟各国在区

域内积极开展跨境高等教育，挪威研究与高等教育

部前部长托拉·阿斯兰（Tora Aasland）清晰地认识到，

作为一个“小国”，最重要的就是发展与其他国家在

政府间、区域内（北欧、欧盟）项目及大学间的合作，

不断深化“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20］。除区域内部，

一些国家实施了瞄准特定区域的战略，如德国学术

交 流 中 心 于 2004 年 启 动 的“ 非 洲 战 略（2014—
2018）”，挪威研究与高等教育部于 2011年启动的“北

美高等教育合作战略（2012—2015）”等旨在进一步

增强与特定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伙伴关系。一些区

域内的强国也将区域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点

发展方式，如南非于 2020年颁布的《南非高等教育国

际化政策框架》做出战略设计，明确表明要进一步强

化与非洲南部地区、非洲大陆的国际合作，增加知识

生产和创新，打造南非成为非洲高等教育网络的重

要角色。

（四）“战略内向型”政策：打造区域内教育枢纽

与中国、印度这些正在着力扭转内向型高等教

育国际化的国家有所区别，还有一些国家更倾向于

以内向型国际化打造本国或本地区成为区域内的高

等教育枢纽。这些国家曾经是传统的国际学生供应

方，如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土耳其、墨西哥等

国家/地区，逐渐成长为新兴留学目的地［21］，得益于其

政府通过战略规划建设区域内高等教育枢纽，实现

本国或本地区留学创收（学生枢纽）、人力资源开发

（技能人才枢纽）、吸引外资并创造知识经济（知识/创
新枢纽）的发展诉求。新加坡政府 21世纪以来接连

启动“新加坡教育”“全球学堂”“生物医学科学计划”

“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校园计划”等多个项目，旨在

引入世界顶级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创建项目、发展研

究伙伴、开办分校等多种方式，提升新加坡高等教育

的规模和质量，将自身改造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

济体。

四、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深层逻辑

就单一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而言，选择

何种政策模式背后的深层逻辑离不开国家的发展诉

求、所依存的全球环境的变化以及国际化过程中必

须面对的矛盾和问题。

（一）配合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诉求

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政策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

的，配合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诉求的变化，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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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策模式也会产生改变。如俄罗斯，在苏联时代

一度是全面外向型的高等教育输出国，但由于国家

政治经济情况的转变，进入 21世纪后开启了高等教

育国际化的转型，不断调整政策制定方向。再如德

国，近年来愈加强调其在欧洲的作用，以欧洲高等教

育一体化领导者的新姿态挺身而出，在 2016年发布

的《联邦政府教育、科学和研究国际化战略》中指出，

“我们的目标是在欧盟层面的国际合作中实现更高

的一致性”［22］，可以说目前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还是

全面外向型政策，但显示出更加将区域内部高等教

育的交流与合作置于优先位置的趋势。马来西亚也

被认为是内向型国际化为主导［13］，不过近年来政策

风向有所转变，两大战略性政策文件《高等教育国际

化政策 2011》《马来西亚教育蓝图 2015—2025》全面

涵盖了国际化进程的多个关键部分，使马来西亚高

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政策与更广泛的国家目标——

打造国际水准高等教育助益国家增长，向发达国家

迈进的宏伟计划相联系，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

的愿景和使命已经出现超越本地转向全球的

趋势［23］。

（二）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

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政策不仅取决于本国的政

治、经济环境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变化，还必然面

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全球

格局面临大变革大转型，高等教育受全球化力量的

影响更加直接和具体，国际高等教育成为加深各国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节联系的纽带，高等教育

国际化被视为一种超越政治、可以实现国际稳定且

达成富有成效合作的驱动力。30多年后的今天，国

际形势再度发生变革，不确定和不稳定已成为当代

国际形势的两个表征，各国不得不对迅速变化、难以

预测的局势作出反应。高涨的逆全球化浪潮给高等

教育国际化带来阻力，大国政治力量角逐、极右翼政

党群体性崛起、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全球气候变化

深刻影响了国际高等教育，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

冲突挑战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促进和平、相互理解及

全球参与的原始理念，一些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

策逐渐呈现民族主义倾向。此外，新冠疫情为代表

的突发事件也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增加了不确定

因素，在重创国际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又

给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诸多新变化，以跨境流

动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国际化遭遇现实壁垒的前提

下，“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aH）
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变革高等

教育国际化模式与结构提供了新思路，越来越多出

现在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家政策中。

（三）受制于难以逾越的国际化鸿沟

国际高等教育新兴力量的崛起加速全球高等教

育国际化格局转变，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

高等教育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国际化也迈向转型

之路，然而从全球来看，新兴国家仍是少数，被裹挟

在国际化浪潮中的大量发展中国家无法共享高等教

育国际化的发展成果，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平等程

度依然严重。国际化发生在日益等级制的全球高等

教育体系中，这一体系激励国家和大学参与全球竞

争，这种游戏的规则使得全球高等教育体系的“中

心”国家进一步寻求政治经济的最核心利益，垄断财

富、知识和权力，很少关注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实现

全球共同利益的可能［24］。受制于难以逆转的不平等

格局，在国家利益面前，北方和南方的高等教育国际

化政策都呈现出矛盾之处。对“全面外向”的北方国

家而言，其政策宣称的全球面向并非真的全面覆盖，

“战略伙伴”的重要性远胜于“全球伙伴”，正如北美

学者的深刻批判，“北美鼓励学生去欧洲接触‘高等

文化’，把目光投向中国、印度，意图从全球精英群体

对英语教育的渴望中获得经济回报，而像毛里塔尼

亚、圭亚那或土库曼斯坦这样的国家几乎不会出现

在其国际化战略地图上”［25］。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西

方国家建构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话语体系扎根于其政

策中，无论是转型中的国家还是内向型的国家，无一

例外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化实现“世界一流”，提高“全

球排名”，满足“全球标准”，可以说只要参与这场等

级制游戏，就难以避免陷入西方的国际化逻辑之中。

对国际化日益增多的批判和反思仍未能从政策层面

建构出破解这一矛盾的武器。

五、结语

20世纪 90年代之后，经济、社会的日益全球化、

区域化，以及知识经济的要求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创造了政策环境，使高等教育国际化形成系统的国

家政策或战略成为可能，这是国际高等教育的一个

重要改变。国际化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尤其是欧洲各国国家层面的主流问题。作为现

有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研究的补充，本研究将国际

化要素的流动方向和政策辐射的空间同时纳入进

来，进一步对国际化传统意义的“外向输出”和“内向

引入”国家进行细分，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出现的一

些新兴国家和区域内强国的政策框架可以更好地嵌

入这一分类之中，有助于更深入理解高等教育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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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和驱动力量。

（赵 鹤，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

员，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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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Typology and the Logic of Polic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ZHAO H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has long been a vital and powerful driver of glob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higher education, and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m,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nce confined to the internal activiti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as been paid more attention by nation-states and put on the policy agenda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National government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Based on the mobility and the spatial scope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 new
typ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types, i.e.,“comprehensively outward-
oriented”“transitional-oriented”“regional-focused” and“strategically inward-orien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Different types of national polic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resen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a specific country’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the deep logic behind the choice of policy
mod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trategic demands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country, the changes of the
global situat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reality of inequal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typology
of policies; typology

AIGC Technology Enables New Idea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ZHU Zhiting DAI Ling HU Jiao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IGC technology has been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and it has a wide range of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it also bring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innov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changes in
approaches. In this regard, the study firstly describes ChatGPT, an example of“text generation”in multiple
modalities of AIGC. Then, new idea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discussed, including three
aspects: high-consciousness learning, skills-based education, and smart education: high-consciousness learning
stimulates the subconsciousness of learners, and thus turns to unconscious learning, which can open up a high-
dimensional world; skills-based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highlighting the priority of skills in education can help to
cultivate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future society; smart education integrates skills, morality, knowledge,
intelligence and other elements at a high level of consciousness, and can expand the wisdo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inally, a framework for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digital society and culture is proposed, aiming to
build a digital moral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mutual benefit of man and machine.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IGC; higher consciousness learning; skill-based
education; education of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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